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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干预自主的伦理问题，但问题在于“知道是什么”和“知道为什么是”

完全是两个问题。本文在对自主概念重新梳理的基础上，试图发掘社交媒体干预自主的内在机制并进一

步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数据获益下的集体行动、数据获取下虚假新闻与易误导性新闻干预自主的差异以

及数据操控下社交媒体引发的道德脱敏。文章最后从伦理角度，就如何弱化社交媒体干预用户自主进行

了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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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e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social media intervention in autonomy,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knowing what” and “knowing why” are two different issues. Based on a reorganis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utonom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media intervention in 
autonomy and to further address the gaps in existing research: Collective action under data g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ke news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 intervention autonomy under data access, and the moral 
desensitization triggered by social media under data manipul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n 
how to weaken social media interference with user autonomy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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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与用户主体之间的媒介行为实质

是一种委托行为，即用户作为主体将数据输出、

信息输入的部分控制权移交给社交媒体。进言

之，主体将行动意向的识别乃至具体执行的控

制权都委托给算法技术。显然，放弃这种控制

意味着主体自主遭受威胁。尽管社交媒体干预

自主是人尽皆知的话题，但“知道是什么”和

“知道为什么是”完全是两层含义。西亚沃什·萨

赫比（Siavosh Sahebi）与保罗·福尔摩沙（Paul 

Formosa）[1] 有关社交媒体干预自主的研究为

我们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交媒体干预主体自

主的新的问题提供了思路。本文拟从自主的两

个维度出发，在探究社交媒体干预自主的潜在

机制基础上，提出萨赫比与福尔摩沙尚未关注

到的新问题：数据监控下的“集体行动”“虚假

新闻”与“易误导性新闻”干预自主的差异以

及数据成瘾机制造成的道德新特征 - 道德脱敏

（moral desens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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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概念探微

通常学界将自主置于伦理理论的基础地

位，然而，关于自主的本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

歧。事实上，无论关系性解释还是传统的非关

系性解释，实质反映了学界对自主概念的理解

差异。为减少争议，本文从丹·布洛克（Dan 
Brock）对自主的广义定义出发，认为自主是

指“个人形成、不断修正和追求所向往的生活

计划或所构想的对自身有益的计划的能力。这

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适用于决策层面，也适

用于行动层面”。[2]

根据这一概念，主体自主意味着主体首先

能够形成自身意愿，其次具备按照自身意愿行

事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是实现主体自主的充

分必要条件，因为受强烈欲望或行动冲动驱使

的主体并不具备自主的资格，他们仅是自我支

配（self-ruled）的行动者。例如，病情发作的

“瘾君子”，既可以合理认为瘾君子是自主地

“渴望”毒品，但如果瘾君子在更高的层面上

否定这种渴望，并希望这种渴望没有促使他采

取行动，那么也可以合理地怀疑瘾君子在决定

吸毒时是否真是自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

主还要求有能力认可、修改或拒绝自己的行动

欲望，有学者将这种能力视为“证据反应能力”

（evidence-responsiveness)。（[3]，p.186）

首先，基于以上问题，有研究诉诸于主体

动机意愿“真实性”的条件，即只有当主体本

身以某种方式认同某一动机愿望时，该意愿才

能成为真实的决定（authentic decisions）。而关

于这种方式，自主存在“内部论”与“外部论”

的区别。[4] 内部论认为只有经过主体内心反省

后的欲望才是主体真实的决定。例如，为了证

明某人决定医美的意愿是自主的，那么该主体

必须反思他是否真实地受到医美的这个愿望的

驱动而采取行动，而不是受到社交媒体所鼓吹

的美的定义而采取行动。外部论者认为自主所

要求的作为特定决定基础的欲望的因果历史必

须满足某些条件。其中甚至有学者 [5] 否认内部

论，认为生命伦理学中的自主决策并非奠基于

内在论意义上的真实欲望。不过，他们对外部

论施加了严格的程序控制，即一项行动必须满

足两个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必须是意向行动且

不受控制影响的实质性自由。[5]

其次，以上仅涉及自主的“知识”维度，

而根据定义，主体自主意味着主体不仅必须能

够制定和修改计划，还必须能够实现这些计划，

即实践维度。在自主的实践语境中要求自主行

动似乎是非常自然的。尤其是医学伦理中要求

医生尊重病人的治疗决定，似乎隐含地假定自

主也包含这种实践维度。但殊不知因为患者缺

乏对知情内容的完全理解，而医生出于照顾义

务和专业的医疗能力，因此病患出于信任支持

医疗同意，但用户与社交媒体之间显然缺乏这

种照顾义务，因而不存在信任的理由。（[1]，p.8）

有学者（[6]，p.224）把包含内在论和外部论

的自主定义为“决定性的自主”，即主体是否

根据自身愿望和计划做出的决定；而将包含积

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自主定义为“实践性的自

主”，即主体实现计划的能力。所谓积极自由

就是指拥有某些行动能力而获得的自由，例如

病患因使用脑机接口（BCI）增强身体机能而

获得的身体自由或者理性主体因使用社交媒体

扩展决策信息内容等；消极自由指不受可能会

阻碍主体行动能力的因素干扰，例如老龄化伴

随的记忆衰退和青幼年的易被误导特性等。

第三，应该注意到决定性的自主自身存在

的“双重内在性”，潜在的蕴含一种可能性，

即主体意图受社会化或操纵等外部因素干预。

例如社交媒体通过数据收集后的有意推送，或

者通过“虚假新闻”操纵主体行为判断等。此

外，自主是多维的也是多层次的，因而自主既

可能是全局性（globally）的自主也可能是局部

性（locally）的自主。所谓全局性自主是主体

整体生活和执行计划的能力，局部性自主则是

特定情况下的自主能力。（[1]，p.4）

综上，人的生物属性向社会属性的转向过

程中，自主的实现远非生物本能驱动做出选择

那样简单，还要考虑社会因素，尤其当下社交

媒体在人的社会化转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因而深入探析社交媒体对主体自主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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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必要的。

二、社交媒体干预自主的三重维度

现有文献中，萨赫比与福尔摩沙从程序自

主、实质自主和关系自主三个视角出发，分析

了社交媒体干预用户自主的伦理问题，但本文

认为上述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

实质性自主的论述主要以个体为中心而忽视了

对集体的关注，社交媒体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不能回避其对更深层次的“集体行动”的伦理

担忧；其次，社交媒体收集数据并据此展开信

息输入的过程涉及主体价值观的塑造和自我身

份的定义，而现有研究在文中显然混淆了虚假

新闻与易误导性新闻（或称“不实报道”），倘

若对虚假新闻与易误导性新闻一概而论，既不

利于媒体界的发展也不利于主体自主的成长，

显然程序性自主是不够的；第三，现有研究大

多强调社交媒体在主体自主能力丧失背后的经

济利益，但都忽视了道德层面的新特征 - 道德

脱敏，这应是学界关于技术发展的更深层次的

伦理考量。

社交媒体作为一种生成用户私密性数据的

平台和社交平台获益的资源，下文将从数据获

益、数据获取和数据操控三个视角依次论述社

交媒体干预自主的内在机制以及尚未关注的伦

理问题。

1. 数据获益威胁自主

日常生活中主体在浏览社交媒体时，会产

生大量数据，有学者将其命名为“人力自然资

源 ”（human natural resources），[1]，[7] 实 质 是

日常生活数据化。问题在于社交媒体平台可能

利用用户生成的数据，以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方

式投放给媒体用户。或许有人认为，基于算法

技术将人类的行为或数据进行反馈循环，社交

媒体增强了信息时代人的自主能力。但数字监

控和算法技术在增强基于情感联系的个性化基

础上，形塑了数据驱动的消费者关系，并说明

了私人信息乃至集体偏好如何对算法流程变得

透明，而这明显有悖于知识维度自主所要求的

真实性决定和实践维度自主所要求的基于知情

同意基础上的自由行动的能力。

首先，社交平台剥削数字劳动，胁迫主体

自主。通常而言，使用社交媒体很难算作传统

意义上的劳动，但有学者早在 2008 年就将这种

形式定义为“劳动”，[8] 并认为社交媒体通过

利用用户为其平台生成的数据，从中抽取利润

或剩余价值是一种劳动“剥削”。[9]，[10] 或许有

人认为这不能被视为“剥削”，因为用户通过

置换自身行为数据获得更好的服务，例如用户

利用社交平台达成娱乐，而社交平台则根据用

户数据潜在改进算法提供更好服务。但问题在

于，剥削行为以三个步骤实现主体自主能力丧

失：①利用主体自主的弱点，②以不尊重主体

自主的方式，③达成自己的目的。[11]

在此，包括萨赫比与福尔摩沙在内的现有

研究，[1]，[12] 大多关注主体在社交需求和错失

焦虑（FOMO）刺激下，忽视隐私条款急切加

入社交平台以避免社交鸿沟。这种情况下，即

使用户对隐私条款知情，也不意味着他们对其

是完全同意的，这是“透明度悖论”的后果：

要么服务条款太过简单，无法向用户作准确阐

明；要么太复杂，用户无法理解协议。[13] 但现

有研究对以下问题的回应是有欠缺的：即或许

有人认为用户通过发布自己的内容或出卖一部

分自己的数据获得收益，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仍

是平等的理性主体。问题在于尽管用户通过与

社交媒体交互获得更好的服务，但社交平台的

垄断使用户的选择并不自由。因为用户的价值

在于他们产生的“元数据”，而不是他们自由

发出的帖子、图像或视频的内容，因而从这个

意义上说，用户因自身贡献获得收益与平台获

取数据产生的收益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因而是

不对等的。因此，以上两个方面表明用户无论

是从实践维度来看还是从知识维度来看，都对

自主提出了挑战。社交媒体显然没有将主体作

为平等的一方来确定双方同意的互动条件，而

是利用脆弱性来过度受益自身。

其次，社交平台监控集体数据，预知集体

行动。自主要求知识维度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以

及实践维度知情同意基础上作出行为选择。大

数据时代平台提取信息注定对知情同意的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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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14] 导致数字监控并进一步发展出“监控资

本 主 义 ”（surveillance capitalism）。[7] 监 控 资

本主义通过算法技术，将集体行为数据转化为

计算机可识别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层层堆叠，

形成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15]，[16] 在

此过程中，社交平台获取了人们实际生活习惯

的数据，并学习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化成行为预

测，以便在行为市场上出售服务。

失去对隐私数据的自主控制也会影响决策

内容的真实性。对决策内容真实性的预测经济

首先面临规模挑战，因为行为剩余首先要达成

规模经济，其次必须是多样化的。[15] 这要求从

两个维度监控集体隐私：首先是从虚拟世界延

伸到现实世界，即通过实际定位、内容发布、

爱好兴趣等收集日常生活细节；其次从自我亲

密模式中挖掘出更具侵入性的行为剩余，即从

面部识别和情感计算到文本分析，揭示主体个

性、情绪和弱点，通过将私密剩余价值垄断，

获取丰厚的利润，显然这种对集体数据的获取

超越了时空坐标。问题并不仅局限于此，自主

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可以在

局部和全局层面发挥作用。例如个体与集体隐

私数据的丧失，个性化的推送虽然便利了个体

但也在无形中剥夺了主体作为自主行动者的隐

私权和知情同意能力，尤其作为集体而言，社

交媒体可以引导集体的力量，从而利用社交需

求和错失焦虑“归化”集体周边的每一个人。

2. 数据获取干预自主

社交媒体通过出租自身领土作为广告空间

或者培养知名人物获得关注，对用户注意力，

进行分析和量化，从而引发注意力经济（the 
attention economy)。有研究发现，[3] 记忆并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经历去巩固和再巩固的

循环。贝叶斯推理将现有信息和新信息重新整

合，然后通过巩固和再巩固的迭代过程将外部

信息纳入现有的支持态度（pro-attitude），此即

证据反应的本质。而证据反应的批判性反思能

力是自主的关键条件，社交媒体通过持续的同

质化内容输出，潜在地干预了自主的实现。

首先，注意力经济重构用户行为。基于算

法技术的社交媒体背景下，内容编排和叙述设

计乃至内容配音都是设计中的重要环节，为了

获得作为稀有资源的注意力，社交平台就必须

利用主体非理性的心理暗示，这种注意力捕捉

的目的是引导用户思想和行为朝着预定的目标

迈进。

贝叶斯推理现象可以说是这种过程合理解

释的最佳理论，该理论认为决策是以概率方式

表示的，由两个信息源结合而成：内部论视角

的先验态度以及与特定决策相关的新信息。这

两种信息在大脑中进行临时整合，产生新的统

计推断，从而影响决策。除了影响局部自主之

外，还可以用来更新先验态度，然后再应用于

后续决策，从而影响“全局自主”。或许有人

认为用户在没有外在威胁情况下仍是理性自主

的主体，社交媒体“引流”的本质乃是基于底

层算法技术，用户有权利也有能力拒绝个性化

推荐。但问题在于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深深嵌入

群体与个体之间，拒绝使用社交媒体则意味着

潜在的错失焦虑以及丧失社会构成能力，拒绝

开启个性化虽然实现了实践维度的自主，但却

有损于内在的知识维度的自主。

其次，注意力经济导致“虚假新闻”或“易

误导性新闻”。相比于同质化的内容推荐，通

过制造“虚假新闻”或“易误导性新闻”吸

引公众注意力制造流量，更容易捕获更多受众

群体。无论是决定性的自主还是实践性的自主

都要求主体行动乃是基于理性基础之上做出判

断，然后进行行为实践，因而在吸引注意力与

用户自主之间就存在矛盾。

萨赫比与福尔摩沙 [1] 认为假新闻以合法新

闻的形式，描绘了关于世界的错误和不准确信

息。从这种意义上说，媒体报道一旦被决策者

和利益相关者接纳并形成共识，那么就可能影

响他们的观点和期望，进而可能影响社会各界

对该领域的态度。但问题在于在萨赫比与福尔

摩沙的论文中常常将“虚假新闻”和“易误导

性新闻”混用，而且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

虚假新闻？以及虚假新闻和易误导性新闻的效

力是否等同缺乏进一步透视。就虚假新闻的出

现机制而言，这是由于社交媒体和用户在信息

发布和信息权威的权力地位和知识不平等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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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假新闻”之所以能够盛行，一方面是

由于知识专家作为中介者的缺席所致，另一方

面则是意味着用户已不再是被作为“消费者”

出现，而是被概念化为无差别的、原子化的“受

用者”，被作为新商业推广的宿主而存在。[15]

或许有人可能会认为，虚假新闻解构用户

自主是用户本身持有的错误信念经社交媒体放

大后的结果，媒体只是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无

意宣传，但这种观点混淆了“易误导性新闻”

和“虚假新闻”的区分。“虚假新闻”是指事

件的描述在本质上被彻底的颠覆或者纯粹的捏

造，而“易误导性新闻”是指由于新闻发布者

对事件的倾向影响了报道的客观性。例如虚假

新闻通过以“双黄连可治疗病毒”为题，[17] 激

发社会抢购情绪；而易误导性新闻则如当下对

BCI 技术疗效报道一样，要么无限吹捧，要么

无限诋毁。[18] 从浅层看，虚假新闻对个体乃至

集体的自主干预是全局性的，而易误导性新闻

的干预则是局部性的。但应该注意到，易误导

性新闻也许可以通过理性主体拥有的证据反应

能力的批判性反思做出决定，而虚假新闻由于

其个性化的内容发布平台，决定了内容真实的

隐蔽性，因而对个人与集体而言的自主干预更

为隐蔽而深刻。此外，有证据表明，[3] 老年人

在大脑接受外部信息方面不够灵活，缺乏对新

信息进行灵活管理的能力，而这种情况损害了

该群体进行证据反应的批判性反思能力。

3. 数据操控操纵自主

有研究将操纵定义为在接受者没有意识到

的情况下发生的社会影响过程，甚至认为操纵

总是涉及欺骗或者操纵即欺骗。（[19]，p.74）

或许有人认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更多信息是实

现自主的保证，然而通过提供信息辅助，社交

媒体也可能降低决策自主。因为决策脆弱性发

生在认知依赖的背景下，而面临认知依赖的主

体在基于社交平台的“技术外包”背景下，使

得其很难抵抗不适当的外部影响，而平台通过

成瘾机制潜在控制主体自主。

首先，社交媒体以内隐方式操纵自主。社

交媒体通过发布的内容增加平台与用户之间的

“粘性”，由上文论述可知，内容的发布既有可

能是虚假的也有可能是有意的。决定性的自主

要求知识维度的自主，而实践性的自主要求实

践维度的自主。但社交媒体以隐形的形式掩盖

了知识维度来源的自主，并通过用户对内容的

点赞、分享和关注掩盖了实践维度的自主。例

如“点赞经济”模式下社交媒体创造出某些不

真实的欲望，从而影响用户决策。媒体暴露的

苗条身材以及经过 P 图修饰过的照片结果，操

纵女性对美的认知，从而加剧女性对自我体形

决定的真实性的丧失。由此，女性群体内形成

一种没有经过批判性反思的欲望。[1] 有人可能

认为理性主体有自主能力避免外界干扰，但应

该指出将自主概念化为能力，并不意味着主体

必须时刻使用这项能力。例如，过于专注社交

媒体的用户因为偶然发现另一个有趣的视频，

却没有注意到红绿灯的变化造成行车事故。显

然，社交媒体通过数据操控，在主体理智的情

况下操纵了自主。

此外，现有研究 [1]，[12] 对社交媒体干预自

主的分析持续在经济效益层面，但研究认为他

们忽视了道德层面的忧虑——道德脱敏。社会

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认为

道德脱敏是一种媒体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的认

知机制，[20] 有关脱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察接

触暴力媒体是否会降低观察者对现实世界暴力

的反应，即唤醒或影响。例如，长期接触暴力

媒体而使对现实世界的暴力变得麻木不仁。传

统上，脱敏被认为是两个成熟的认知过程的结

果：习惯化和泛化。习惯化是指有机体反复接

触某种特定刺激，导致反应减弱的现象；泛化

是将习惯性反应扩展到有机体尚未经历过的其

他类似刺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习惯化几乎

总是会发生，但泛化发生的概率较低，并且取

决于各种重要标准，如特定刺激的强度。例如

某新闻发布者第一次在网络上散播某艺人行为

不端，后经证实该新闻为假或为真，但如果后

续持续出现此类新闻，那么公众就会对艺人行

为不端的事实脱敏，直到出现超越这类事件的

更“劲爆”的新闻。或许有学者认为长此以往，

用户会逐渐提高信息甄别的心理，但问题在于

这种不必要的情绪摇摆会使用户对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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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德直觉脱敏，从而潜在干预自主行动。

其次，社交媒体以外显机制操纵用户成瘾。

决定性自主要求主体对自己的价值判断存有真

实所有权，因此社交媒体必须保证内容的多样

性，甚至应当出现违背用户兴趣的内容，而不

是暗中操控自身选择。显然社交媒体利用算法

机制刺激用户成瘾的问题众所周知，但鲜有学

者探寻其背后的机制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 [21]

基础上在此做简要分析：

首先是间歇变量奖励机制。当用户使用社

交媒体滚动到页面底部时，一些图像似乎被剪

掉了部分，但好奇心驱使下用户可能会滚动以

显示完整图片。如此反复，随着页面上加载更

多图像，从而形成间歇奖励。更一般地说，许

多社交媒体出现的“拉动刷新”功能则模仿了

老虎机的间歇奖励计划。其次是通过“点赞”“分

享”创造“情感联系网络”，社交媒体引入旨

在利用用户对社会认可和互惠以及其他心理倾

向和需求的渴望，以“点评赞”的方式引入社

交奖励计划创造情感联系网络，增加用户粘性。

第三，“无限滚动”机制。在无限滚动之前，

当用户到达网页底部时，会有一个自然的停止

提示，此时用户将面临一些决定：是继续加载

还是退出平台等等。无线滚动机制的引入消除

了做出此类决定的机会。当用户滚动时，平台

会自动填充下一页，从而消除之前让用户有机

会思考是否应该继续使用该平台的停止提示。

综合以上，社交媒体的内在机制无法保证

实践维度的自主，而内容输出无法保证知识维

度的自主。此外，社交媒体形成的“点赞经济”，

无形中将女性美的注意力与社交媒体展示的标

准的女性生活方式嵌合，实质暗示达到美所需

的化妆品等交易市场，这是对局部和全局自主

能力的操纵。由于社交媒体利用用户脆弱性，

通过改变用户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操纵其信

念、价值观和行动理由来影响用户行为和选择。

进言之，这种对社交媒体提供便利的需求与抵

制工具主义入侵的倾向相互竞争。竞争的结果

导致主体心理产生麻木感，让用户即使意识到

被跟踪、解析、挖掘自身的现实的同时，也乐

于沉浸其中。这个过程中用户以随波逐流的无

奈来合理化现状，转而自我安慰：这是科技发

展导致的人类承受的必然结果。

三、应对策略及结语

鉴于社交媒体与主体的交互是虚拟的、异

步的和中介的，[22] 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或无意

或有意地僭越了用户自主，因此对社交媒体干

预自主的困境展开回应治理是有必要的。本文

仅从伦理角度，就如何削弱社交媒体干预用户

自主展开一般性探讨。

首先，就社交媒体而言。社交媒体的企业

社会责任（CSR）沟通可以对企业声誉、品牌

态度产生积极影响。首先要对内容可靠性进行

纠偏，避免社交媒体夸大新闻报道和制造假新

闻；其次要对社交平台的运行机制进行修正，

禁止将心理效应应用到算法运行机制中；第三，

制定分层级的隐私条款、服务条款时要考虑到

用户认知层次，例如，针对拥有较高教育水平

和足够空闲时间的群体，可以制定专业版；针

对拥有足够空闲时间的群体，可以制定通识版；

针对教育水平不高且没有空闲时间的群体，可

以制定精简版，例如以标准化、易于掌握的方

式提供某些信息，就像“红绿灯”一样。

其次，就用户而言。信息时代权力从新闻

发布平台转向新闻发布者，尤其要关注作为网

民的新闻发布者是否出于真实自主的意愿，以

及是否受到社会化的干扰。有调查显示“虚假

新闻”主要来源于网络自媒体，[23] 因此除了社

交平台严格把关外，作为一份子的社交平台用

户，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不参与虚假新闻的

炮制，还要尽可能的主动参与辟谣。这需要进

行更好的数字教育、培养相关的数字美德。[1]

这些美德既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的内容进行自我

教育，也可以通过限制访问社交媒体的时间进

行缓解。此外，要根据不同年龄组的受众进行

认证。尤其儿童和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到某些形

式的数字营销和数字操纵的影响，此外，老年

人对新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也要得到应有的关

注。 
第三，就监管机构而言。考虑到自主选择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6 卷  第 5 期（2024 年 5 月）: 105-111

J D
 N



111

和判断的重要性，以及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的极

端化情绪，政府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利

用网信部门、普法部门在社交媒体开辟的官方

账号，鼓励用户适时远离社交平台，普及社交

媒体对自主的潜在危害。其次，推广使用认证

系统，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利用群体脆弱性实现

跨群体的剥削行为。

社交媒体作为中介，实质是技术使用的持

续效应，尤其是每项技术内在蕴含从“在手”

向“上手”转变的动力，问题在于社交媒体正

越来越多地融入日常生活，这些虚拟空间经常

被用作信息传播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唯有

提高信息质量的数字透明度，才能提升数字通

信质量、社交联系质量，营造网络安全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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